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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是反映社

会不平等程度的重要经济变量，它通常由父代与子

代之间的社会经济特征(收入、教育、职业等)的相关

性来刻画。这种代际相关性越强，则意味着代际流

动性越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
nomic status，简称SES)较低的家庭的子女和那些SES
较高的家庭的子女之间存在更严重的经济机会的不

平等，这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代

际流动性低，会导致个体的家庭背景在决定成年表

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个人努力的作用相对

较弱。这会导致有才华、勤奋的个体更难获得应得

的回报，抑制个人努力的激励，进而使得收入分配的

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阶级固化问题更加严重，导致恶

性循环(OECD，2011)。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

流动通道，让人们更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机

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对代际流动

性的水平进行科学评估，深入分析其决定因素和影

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

“分好蛋糕”，也就是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文献

普遍认为，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由两个方面构成：

由个体不可控因素所决定的发展机会不平等(比如

性别、种族、天赋、家庭背景等)和个人努力程度所决

定的不平等(比如职业选择、工作时长等)。前者遏制

社会整体经济增长，后者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经

济增长提供动力 (Aiyar and Ebeke，2020；Forbes，
2000；Marrero and Rodríguez，2013)。①本文关注的代

际流动性是机会均等这一大的框架中的一个重要且

具有代表性的方面(Roemer，2004)。在跨国比较中，

代际收入相关性更高的经济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收

入不平等水平，这种关系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

线”(Great Gatsby Curve)，它体现了代际流动性作为

经济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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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联(Corak，2013)。
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即代际收入流动

性的下降，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在当今面临的日益

重要的挑战。在我国，根据 Fan et al.(2021)的估计，

相比于1970-1980年出生的个体，1981-1988年出生

的人的收入与其父代收入的相关性显著上升。这种

趋势值得引起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在发达国

家，以美国为例，Chetty et al.(2017)发现，20世纪80年
代出生的人当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在成年时期的

真实收入能够超过他们的父辈；而这一比例对于 20
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则高达90%。这反映了美

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分配问题的恶化和社会阶

层固化的加剧。

从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建立了关于代际流

动 性 的 理 论 框 架 以 来 (Becker and Tomes，1979，
1986)，在此话题上不断有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进展。

秦雪征(2014)、吕炜等(2016)对于此前的研究代际流

动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然而，

最近10年来，关于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在国际上

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行政

大数据在美国、北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应

用。应用行政大数据，能够较好地克服基于家户调

查或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带来的估计偏误，也有助

于依靠足够大的样本量，深入挖掘时间和空间上丰

富的异质性，识别出代际流动性的决定因素及其社

会经济影响的因果机制。鉴于代际流动性问题日益

重要的现实含义，以及研究前沿的快速发展，我们认

为有必要对代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一个较

为详细的梳理。

本文首先用一个理论框架阐释代际收入关联的

形成机制，并介绍理论层面的最新进展；进而介绍实

证研究中的数据和方法，包括文献中常见的数据来

源和度量指标等，其中重点介绍代际流动性实证研

究中面临的可能挑战，以及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如何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潜在的挑战，促进代际流动

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本文还对国际上关于代际流

动性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对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

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并结合前沿文献的最

新进展，指出代际流动性问题未来具有前景的研究

方向。我们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

把握当今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在我国积

极挖掘和运用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将我国代际流动

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代际收

入传导机制的基本框架及理论发展；第三部分介绍

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测度指标和常见的计量偏误，

并讨论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带来的影响；第四部分进

行跨国研究结果的比较；第五部分对我国现有研究

进行简述；第六部分指出若干最新的研究方向；第七

部分为结论和政策讨论。

二、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的理论发展

在这部分，本文基于文献中已有的理论框架，在

理论层面对代际收入传导机制进行简要的梳理

(Becker and Tomes，1979，1986；Solon，2004)。厘清收

入不平等的代际关联背后的理论机制，对于分析和

研判代际流动性的水平和变动趋势，把握其背后的

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具有基础性的意

义。从总体上看，代际收入关联性的影响因素大致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代际禀赋继承的程度、私人和

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劳动力市场对于人

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的倾向

性。以下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对这几个方面具体给出

解释。

(一)基本框架

之所以会产生收入的代际关联，父母对下一代

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其关键过程。具体来说，父

母的效用来自自身的消费和下一代的收入：

U=(1-α)log(C0)+αlog(Y1) (1)
其中，α代表了父母的利他主义倾向，即父母对子女

的重视程度；C0代表父母的消费，Y1代表子女的收

入。子女的收入则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h1和一个

随机的成分μ，μ代表除了人力资本之外的影响收入

的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上的运气②：

log(Y1)=μ+ph1 (2)
其中，p表示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若

h1为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则p为技能溢价。技能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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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用作对度量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不均等程度的

一个度量。③进一步地，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h1取决

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体的禀赋(用 e1表示)，其中人力

资本投资来自两个方面；家庭内部(I0)和公共部门

(G0)。简化起见，假定二者之间是完全替代的：

h1=θlog(I0+G0)+e1 (3)
其中，θ代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例如学校的质

量)。对数的函数形式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是边际

产出递减的。

父母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的途径，除了人力资本

投资(I0)之外，还包括禀赋的继承，即禀赋在不同代之

间存在相关性。假定其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e1=δ+λe0+v1 (4)
其中，λ∈(0，1)代表禀赋的可继承性；v1代表子代禀赋

中随机的运气成分。禀赋不仅包括种族、能力、健康

状况等特征的基因遗传，也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

网络、人际关系、家庭文化(比如偏好、价值观等)。
此外，父母的预算约束为：

(1-τ)Y0=C0+I0 (5)
其中，τ为税率，等式左边为父母的税后收入，该收入

可以用于父母自身的消费(C0)和给子女的投资(I0)。
结合以上条件，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

策可以被刻画为这样一个最优化问题；其目标函数

为方程(1)；决策变量为C0和 I0，即在自身消费和对下

一代投资之间权衡取舍；面临的约束条件为父母的

预算约束(方程(5))、子代人力资本生产函数(方程(3))、
禀赋的代际继承性(方程(4))，以及子代的收入决定式

(方程(2))。求解该优化问题，可以得到父母对子女的

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为：

I*0= é
ë
ê

ù
û
ú

αθp
[1 - α(1 - θp)] (1 - τ)Y0 - é

ë
ê

ù
û
ú

1 - α[1 - α(1 - θp)] G0 (6)
其中，G0前面的系数为负，说明公共投资会挤出部分

的私人投资。同时，在公共投资和税率一定的情况

下，父母对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随着父母收入

(Y0)、父母对于子女效用的重视程度(α)和人力资本投

资对于成年收入的边际贡献率(θp)递增。

在上述模型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政

府的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引入公共投资的偏向性。

假设子代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政府公共投资

(G0)在父母税后收入((1-τ)Y0)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收入

增加而下降，也就是说，政府向收入更低的家庭提供

了(相对于家庭收入)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G0[(1 - τ)Y0] =φ-γlog(Y0) (7)
其中，γ＞0代表政府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倾

向程度，数值越大说明政府支出越倾向于低收入家

庭子女。

综合上述条件，可以得到，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

的关系式为：

log(Y1)=μ*+[(1-γ)θp]log(Y0)+pe1 (8)
其中，μ*=μ+φθp+θplog[ αθp(1 - τ)

[1 - α(1 - θp)] ]是一个常数。

如果把方程(8)看作一个估计代际对数收入弹性的回

归方程，而把 pe1看作回归中的误差项，得到的对代

际收入弹性的估计是有偏的，这是因为孩子的禀赋

e1和父母的收入Y0都受到父母的禀赋e0的影响，从而

e1与 log(Y0)存在相关性。事实上，方程(8)可以看作变

量 log(Yt)在代际的一阶自回归，而误差项也存在代际

自相关，即禀赋的代际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Greene(2000)，处于稳态时，log(Y0)与 log(Y1)方差相

同④，这时用 log(Y1)对 log(Y0)回归的斜率，即收入的代

际弹性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简称 IGE)可以表

示为：

β= (1 - γ)θp + λ
1 +(1 - γ)θpλ (9)

由此，IGE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

(1)禀赋的继承程度 λ，即代际禀赋的相关性越

大，IGE越大。这说明基因、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

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更强意味着更弱的代际流

动性。

(2)人力资本投资效率θ，即私人和公共投资对于

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越高，IGE越大。这是因为更高

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会强化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的激励，使得在给定收入条件下，家庭倾向于把更多

的资源投给下一代，从而强化了父母收入和子代收

入之间的相关性。

(3)人力资本的边际收入回报p，即人力资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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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入的效率越高，IGE越大。与方程(2)的逻辑一

致，更高的p也会强化父母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同

时，如前文所述，p可以代表技能溢价，即在一个时间

截面上，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

对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一个刻画。方程(9)表明，IGE
与p正相关，这与“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给出的预测

相一致，即截面上收入差距更大的国家和地区，往往

也具有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4)政府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倾向程度γ，
即政府支出的再分配力度越小，IGE越大。同时，方

程(9)表明，政府支出的倾向程度γ对于 IGE的影响程

度，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在子代收入上的边际回报

率(θp)的大小，如果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更高，或者人

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边际回报更高，这时政府

再分配力度的加大对于提高代际流动性具有更强的

作用。

基于上述模型和讨论，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

资是塑造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两条最主要的途径。图

1对此进行了总结，具体来说：

第一，父母收入与父母自身的个人禀赋正相关，

所以父母收入高意味着子代通过禀赋继承获得的初

始禀赋高，从而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成年收入。

第二，收入更高的家庭中，父母用于子代人力资

本投资的资源更多。在不存在借贷约束的情况下，

家庭效用最大化决策下的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仅取

决于个体禀赋。即使低收入的父母也可以通过借贷

的方式以市场利率获得投资本金，所以子代的人力

资本积累以及收入与父母收入无关。但是，在存在

借贷约束的情况下，低收入的父母不能通过透支未

来消费从市场上获得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

金，只能通过减少自己的消费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这会使得父母自身消费的边际效用上升，即人力资

本投资的边际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子代所获得的人

力资本投资受限，限制其收入提高。

(二)理论机制的扩充

对于上述基准理论框架，已有文献从若干不同

的方向进行了丰富和扩充。这些拓展仍然是围绕禀

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个核心影响渠道，将这

两个渠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和细化，将一些经济

过程(如婚姻和生育决策)内生化，或挖掘更丰富的异

质性。为了在逻辑上更直观地展示，在图1中，我们

标注了这些丰富和扩充的所对应的基准理论框架中

的环节。具体来说，这些丰富和扩充包括如下几个

方面⑤：(1)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
ing)可能使得收入水平类似的个体组建家庭，这可能

进一步固化了收入阶层，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2)
家庭生育决策可能影响代际流动性。例如，Becker
and Tomes(1976)分析了子女数量和质量各自与社会

图1 收入的代际传递机制

注：上图中的“+”号表示箭头两端的两个变量之间正相关，箭头上方或两侧的内容表示箭头两端的两个变量之间产生关联的
作用机制。带圆圈的数字表示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提到的关于代际流动性理论机制的扩充方向，具体含义为：①婚姻配偶选择
机制通过收入和禀赋方面的正向匹配，一方面可以缓解信贷约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子代禀赋水平。②家庭生育决策(减少
子女数量)可以增加子代单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③物质财富直接转移帮助缓解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信贷约束。④政府转移支付
和公共财政支出如果表现为生育补贴、带薪休假等形式，则可以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方式以公共投资弥补家庭私人投资；如
果表现为提高婴幼儿抚育机构、初等教育或者基本医疗质量等形式，则可以通过提高投资转化为资本水平的效率，从而部分弥补
子代禀赋较低的先天劣势。⑤预期寿命的不平等水平意味着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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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方面，Yu et al.(2021)也发

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代际流

动性的下降。(3)除了人力资本投资之外，物质财富

直接在代际的转移，也是塑造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

素。文献中也多将父母给子女的财富转移与子女的

禀赋差异联系起来考察。(4)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影响

代际流动性，例如通过合理的财富再分配机制提高

经济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增加公共教育支出等。

(5)健康水平的不平等也会对代际流动性产生影

响，例如，通常来自富裕家庭的个体享有更长的预

期寿命和更好的健康状况，从而具有更长的工作年

限和在单位时间内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积累更高的

终生收入。

(三)小结与展望

从总体上看，代际流动性的理论研究在若干方

向上对 Becker and Tomes(1979，1986)的框架进行了

丰富，但进展的速度还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理论的

拓展基本没有超越加里·贝克尔奠定的人力资本和

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框架。结合最近十余年来微观经

济学和人力资本领域的理论进展，我们认为关于代

际流动的理论分析还有如下几种可能的拓展方向：

(1)打开“人力资本”的黑箱，除了传统的教育、健康等

维度的人力资本之外，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上的新进

展，考虑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维度及其相互关

系，以及更细致地刻画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比
如信念、教养方式等的作用)及其对代际流动性的影

响 (Heckman，2007；Cunha et al.，2010；Doepke and
Zilibotti，2019)；(2)打开“禀赋传承”的黑箱，除了引入

物质财富的传递之外，可以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的

新进展，考察偏好(如时间偏好、风险偏好、社会性偏

好等)、认知约束等方面的代际传递及其对代际收入

流动性的影响(Fagereng et al.，2021)；也可以结合社

会网络理论的新进展，研究社会资本在塑造代际收

入流动性中的作用(Chetty et al.，2022a，2022b)。
三、数据来源、测度指标和计量偏误

代际流动性的准确估计对数据要求较高，因此

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最近十年才凭借行政大数

据的相对普及得以蓬勃发展。⑥在以 Solon(1992)和

Zimmerman(1992)等为代表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发

表后，以代际收入弹性衡量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成为一支很重要的文献。近十年来，发达国家的若

干研究团队基于行政大数据，进行了一系列扎实的、

具有现实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引领了当今代际流

动性研究的学术前沿。而与此同时，代际流动性估

计的跨国比较的标准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中，对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在样本选择、数据处理、指

标构建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挑战。

(一)数据来源

1.家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

早期文献多使用家庭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实际

可得的调查数据源大多具有以下问题：第一，样本个

体流失的问题；第二，样本量很小，尤其是施加约束

条件或者进行分群体的异质性分析时，样本量可能

仅有几百个；第三，样本中一般缺少收入顶层个体，

因此对于整体收入分布的代表性可能有系统性偏

误；第四，包含的收入数据年份较少，取有限年份的

收入平均值不能充分反映父辈和子代的永久性收

入，因此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较为严重(Mitnik
et al.，2015)。⑦此外，如果只依靠人口普查数据估计

代际流动性，则存在样本代表性方面的局限性：人口

普查往往以家户为样本单位，而如果父代与子代不

住在同一个家户当中，则难以匹配，这导致最终匹配

成功的都是父代与子代同住的家庭。这种同住带来

的样本选择问题会造成代际流动性估计的偏误(Em⁃
ran，2018)。

2.行政大数据

近年来，行政大数据在代际流动性研究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Mazumder(2005)最先使用行政数据来

研究代际流动性。通过将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
gram Participation(SIPP)与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
tion(SSA)收入记录进行匹配，Mazumder(2005)估计美

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6左右。自此以来，越来越多

的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开始使用行政大数据。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拉吉·切蒂(Raj Chetty)使用的美国行政

大数据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和部

分可公开的数据都集中在Opportunity Insight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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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⑧Chetty et al.(2014a，2014b)第一次使用匿名化的

联邦收入税务记录数据，时间跨度为1996-2012年，

涵盖超过4000万子代个体及其父母的收入。数据库

具体包括收入税数据(1040 forms)和第三方收入信息

(比如W-2 forms)，后者可以提供没有提交纳税申报

表的个体的收入数据。⑨由于美国纳税申报表的申

报比例很高，所以分析样本中父母与孩子的匹配率

也很高，出生于 1980-1991年间的孩子中有 95%都

可以被成功匹配。除了在美国，同样类型的数据在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代际流动性研究中

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用行政数据研究代际流

动性，已逐渐成为本领域研究前沿的一个重要发展

趋势。

行政大数据的应用为回答新的研究问题，得出

新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条件。首先，以美国为例，行政

大数据的应用得到的结论显示，以往使用家户数据

进行的分析高估了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且美

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20世纪中期以来呈现不断下

降的趋势(Chetty et al.，2014a，2014b)。同时，基于住

户调查数据得到的代际流动性估计通常只在国家层

面或较大的地理区域层面，而依靠行政数据样本量

大的特征，则可以将分析的地理单位不断细化，如

Chetty et al.(2018)可以将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细化到

社区层面，且发现即使在美国的一个县内部，不同社

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样的

研究结论对于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的价

值。与此同时，大样本量使得样本中发生频率较低

的事件和较小的变异性都能够帮助产生可靠的统计

推断结论，比如Chetty and Hendren(2018a)使用在不

同地区之间迁移的个体的样本，利用其移民时年龄

的差异，识别地区对代际流动性的因果效应，将其与

空间上的类聚(sorting)效应区分开来。⑩

(二)指标构建

代际流动性可以基于多个维度的社会经济变量

来衡量，这些维度既包括收入，也包括财富、教育、职

业等。相比于财富数据，收入数据的界定标准比较统

一，误差较小；相比于教育和职业等离散变量，收入是

连续变量，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数值计算和转换，而

且收入所包含的个体人力资本的信息比教育和职业

包含的信息更加丰富，因为给定教育和职业，个体的

收入水平还有很大的差异，与一些不可观测的技能

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本文接下来主要关注对

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在文献中，对于收

入的代际流动性，衡量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
come，简称 IGE)

IGE是文献中最常用的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指标，

即子代收入(y1i)的自然对数对于父辈收入(y0i)的自然

对数的回归系数β：
lny1i=α+βlny0i+εi

β= cov(lny0，lny1)var(lny1) = cov(lny0，lny1)σ0σ1
= σ1
σ0

=

corr(lny0，lny1) σ1
σ0

(10)
其中，σ1和σ0分别代表子代收入对数和父辈收入对

数的标准差。IGE可解释为子代收入对于父辈收入

的弹性，衡量的是收入的代际持久性，所以1-β即可

以解释为代际流动性。

IGE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子代收入对数和

父辈收入对数间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且估计值

对于零收入和极低收入的处理方式比较敏感，所以

该指标并不稳健。在使用行政大数据时，可以看

到在收入底部和顶部，IGE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形

态；而在以往使用小样本的调查数据的研究中，由

于收入信息通常是顶端编码(top-coded)，且较低收

入家庭经常收到转移支付和补贴等收入来源，所以

收入分布两端的非线性关系的问题更加严重。所

以，IGE单个指标不能完整准确地刻画整个收入分布

上的流动性。

2. 代际收入相关性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of income，简称 IGC)

IGE不仅包含了代际的收入弹性，也与两代人的

整体收入分布有关。比如 IGE低，可能仅仅是因为

子代的收入分布更加平等，即子代收入对数方差小

于父辈收入对数方差 (Solon，1999)，如式 (10)所示。

IGC可认为是根据代际收入对数标准差相对大小进

··113



理论经济学 2024.3
ECONOMIC THEORY

行标准化后的 IGE，排除了两代人各自收入不平等水

平的影响：IGC= IGEσ0σ1
。

3.相对收入水平的代际转移矩阵 (intergenera⁃
tional transition matrix)

为了更加全面地刻画整个收入分布上的向上和

向下流动性，可以构建基于相对收入水平的代际转

移矩阵，显示来自收入分布m%分位点家庭的孩子的

预期收入在其同龄人中到达 n%分位点的概率。其

中，最常用的是五分位转移矩阵(Zimmerman，1992；
Nybom and Stuhler，2016)，即条件于父母收入排序的

五分位(quintiles)，孩子收入排序处于各五分位数的

概率，用于比较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成

年收入表现(Chetty et al.，2014b)。主要关注收入底

部20%家庭的孩子留在收入底部20%和上升到最高

20%的概率(Q1Q1和Q1Q5)，以及收入顶部 20%家庭

的孩子留在顶部 20%和下降到底部 20%的概率

(Q5Q5和Q5Q1)。
4.代际排序相关性(rank-rank slope，简称RRS)
为了处理零收入和非线性问题，Dahl and De⁃

Leire(2008)提出百分位排序的方法。RRS即为子代

在同代人中的全国收入排序(Rank(y1i))对其父辈的全

国收入排序(Rank(y0i))回归的系数γ1：

Rank(y1i)=γ0+γ1βRank(y0i)+εi

由于该指标可以被解释为父母收入在同代人中排序

上升1%，子代预期收入在同代人中排序增加几个百

分点，因此也被称为“相对流动性”(relative mobili⁃
ty)。而这个回归中截距的估计值则代表的是来自收

入底部家庭的孩子的预期收入排序。此外，由于

RRS将收入的绝对水平转变成为百分位排序，所以

回归中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 0—100的均匀分布，所

以二者的方差相同，不影响回归系数估计。

相较于 IGE 和 IGC(绝对收入水平的相关性)，
RRS是衡量相对收入的流动性的指标，主要有三点

优势：第一，可以将零收入包含在内，从而缓解由于

排除零收入个体而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第二，数据

显示，子代和父辈收入排序二者间呈现出几乎完全

线性的关系，仅仅在收入顶部和底部斜率有所增加，

且该线性关系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始终稳健，对于

零收入和衡量两代人收入的年龄跨度选择也不敏感

(Chetty et al.，2014b；Nybom and Stuhler，2017)；第三，

将收入在全国进行排序便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理

区域层面、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比较，全国收入排序

与绝对收入水平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而使群体

间比较具有统一可量化的全国标准。由于其显著且

稳健的线性特征，RRS现已成为代际收入流动性研

究中被广泛采纳的指标。

5.绝对向上流动性(absolute upward mobility，简
称AUM)

百分位排序的设定存在一个缺陷，即较高的代

际流动性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导致的：收入底层家

庭的孩子的向上流动性较高，或者是收入顶层家庭

的孩子的向下流动性较高。仅通过父母-孩子收入

排序的斜率并不能区分两者。所以为了衡量较低收

入家庭孩子的向上流动性，将来自收入中位数以下

的家庭的孩子的平均预期收入排序定义为“绝对向

上流动性”。由于排序拟合的线性，该指标等同于位

于收入25%分位的家庭的孩子预期收入排序。类似

地，为了衡量较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向下流动性，计算

来自收入中位数以上的家庭的孩子的平均预期收入

排序，定义为“绝对向下流动性”(absolute downward
mobility，简称ADM)。由于排序拟合的线性，该指标

等同于位于收入75%分位的家庭的孩子预期收入排

序。AUM和ADM的数学表达式为：

AUM=E(Rank(y1i)｜Rank(y0i)=25%)，
ADM=E(Rank(y1i)｜Rank(y0i)=75%)
6.绝对流动性的代际转移矩阵(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matrix of absolute mobility)
绝对流动性的代际转移矩阵，是计算条件于父

母收入排序五分位，孩子收入超过父母收入的

100%、120%和150%等比例的概率，比较的是不同代

之间收入的绝对水平。相对流动仅仅考虑在收入分

布中各个位置的相对增长效应，但是绝对流动性同

时考虑到代际经济整体增长的影响。Chetty et al.
(2017)在估计美国代际流动性时，使用孩子收入超过

父母收入的比例作为绝对流动性的指标。考虑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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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Fan et al.(2021)在估计中

国的代际流动性时间趋势时，同时考虑了收入超过

120%和150%的比例。

7.收入比例流动性(income share mobility，简称

ISM)
RRS不能显示关于代际收入变化幅度的相关信

息，而且百分位排序掩盖了收入分布不同位置的收

入差距绝对值差异，因此Bratberg et al.(2017)提出可

以使用收入比例流动性来描述代际流动性，其定义

为子代个体收入与子代平均收入的比值和其父母收

入与父辈平均收入的比值之差，在平衡面板数据中

可以被解释为同一家庭两代人在各自一代人中所分

得的GDP比例之差。收入比例流动性的表达式为

ISMi= Income1iE(Income1i) -
Income0iE(Income0i)

其中 Income1i和 Income0i分别代表家庭 i的子代和父

代的收入。

(三)常见偏误

基于以往文献，对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往往可能

面临以下三种偏误。对这些偏误的解决方法，通常

对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生命周期偏误(lifecycle bias)
生命周期偏误是代际流动性的估计中最常见的

偏误类型，首次由 Jenkins(1987)提出，其含义是个体

暂时收入与终生收入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系统

性偏差。一般而言，个体暂时收入在整体生命周期

中呈现出上凸形态，即在生命早期及晚期，个体收入

一般比较低。所以基于过早期收入的子代收入排序

通常会低估代际流动性(Reville，1995；Solon，1999；
Grawe，2006)；类似地，随着度量父亲收入的年龄增

加，IGE 的估计值也会下降 (Grawe，2006；Nilsen et
al.，2012)。Nybom and Stuhler(2016)发现基于人生中

期到晚期的收入的 IGE估计受该偏误影响较小。此

外，不同个体在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形态也不同，在一

定年龄段内，个体收入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具有

较高终生收入的个体在此阶段表现出更高速率的收

入增加 (Solon，1999；Haider and Solon，2006；Grawe，
2006)。由于数据限制，许多代际流动性研究会使

用子女较早年和父母较晚年的收入数据，这可能导

致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的终生收入被低估，而教育

水平较高的父母的终生收入被低估，又因为教育水

平在家庭内部是相关的，这会给 IGE的估计带来偏

误。就解决方法而言，在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处理

方法是计算个体的中年平均收入(30—40岁左右)，这
可以最小化生命周期偏误(Haider and Solon，2006；
Chetty et al.，2014a，2014b；Nybom and Stuhler，
2016)。此外，根据Nybom and Stuhler(2016)，前面介

绍的RRS这一指标是对于度量收入的年龄最不敏感

的，使用RRS可以缓解生命周期偏误对估计的干扰。

2.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
根据 Solon(1989，1992)和Mazumder(2005)，该偏

误来源于收入的暂时波动。若计算终生收入所使用

的数据年份过少，则其可能存在较大测量误差，这会

低估代际收入相关性。具体而言，仅仅使用某一年

的收入数据来衡量的终生收入仅是实际值的 σ2y/
(σ2y+σ2v)，其中σ2y为一代人的终生收入的方差，σ2v为

收入的暂时波动的成分的方差(Solon，1989，1992)。
Baker and Solon(2003)以及 Mazumder(2005)发现，观

察到的暂时性收入波动的方差σ2v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呈现U形，在个体 40岁左右时达到最低。这意味

着在生命周期的特别早期或特别晚期(收入观测值

扰动项方差较大时)衡量父母收入可能会加剧代际

流动性估计中的衰减偏误。

在文献中，有如下几种对于衰减偏误的解决方

案：第一，Peters(1992)、Zimmerman(1992)，以及Björklund
and Jäntti(1997)提出，在测量误差或者暂时收入波动

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假设前提下，使用多年的平均收

入作为永久收入的代理变量可以降低误差。例如，

Chetty et al.(2014a，2014b)使用 1—17年的平均收入

作为终生收入的指标分别估计代际相关性，发现仅

使用1年的收入观测会显著低估回归系数，但使用的

收入数据超过5年时，结果变化不大。第二，尝试引

入其他不随生命周期发生变化，但与终生收入相关

的人口特征变量(比如种族、教育水平等)作为收入的

工具变量 (Mazumdler，2005)。比如 Gong et al.(2012)
在估计中国 IGE时，使用包括教育水平在内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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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变量作为永久性收入的工具变量；Fan et al.
(2021)使用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其与户口类型、出生组

别和地区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终生收入的工具

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计算的收入来代替收入的原

始数据进行估计，以尽可能降低暂时收入冲击带来

的衰减偏误。第三，就不同估计指标的对比而言，

Nybom and Stuhler(2016)使用瑞典的年度收入数据，

发现相比于 IGE和代际对数相关性，RRS和收入代

际转移矩阵受到衰减偏误的影响较小。第四，为了

处理父母和子女收入的测量误差，已有文献还会用

不同的收入衡量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对于

衡量父母收入，可以单独使用父亲或者母亲的个人

收入，与使用家庭总收入对比；此外，可以使用不同

的收入统计标准，比如排除资本和其他非劳动收入，

不考虑转移支付等。

3.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
人口普查和一些家户调查仅对居住在该家庭中

的个人或与该家庭保持密切经济关系的个人进行访

谈，因此会受到两种选择偏误的影响。第一，父母子

女同住偏误 (selection on cohabitation)，即孩子结婚

后，通常会离开父母的家庭，组建新的家庭；家庭调

查仅包含父母的家庭或者孩子的家庭，而不会同时

包含二者。第二，暂时移民偏误(selection on tempo⁃
rary migration)，即家庭调查通常不包括暂时移民的

收入信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地区发展水平差异

大，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暂时移民的人口数

量大，所以该偏差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尤为严重。

选择偏误的处理对数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

如，在上文提到的拉吉·切蒂团队使用的美国的行政

大数据中，绝大多数成年子女的信息可以与其父母

的信息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选择偏误的影

响(Chetty et al.，2014b)。而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代际

流动性的文献中，仅有少数文章考虑了选择偏误。

比如在研究中国代际流动性时，Fan(2016)沿用了

Deng et al.(2013)的方法，使用地区的父母子女同住

比例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同住偏误；然而，暂时移民

偏误依然没有被考虑。Fan et al.(2021)使用Heckman
选择模型来处理选择偏误问题。Alesina et al.(2021)

在研究非洲27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性时，选择14—18
岁的孩子样本，因为这部分个体大部分人已经完成

小学教育，且一般和父母住在一起。

四、跨国研究结果比较

本部分讨论世界各国关于代际流动性的估计，

对这些估计结果进行简述和比较，从数据来源、衡量

指标、变量界定、偏误处理方法和估计结果这几个方

面进行简述，详细内容在附录Ⅱ(附录略)进行展开。

同时，本文附录的表A1从样本国家、数据来源、年龄

段、样本数量、测算结果，以及偏误处理方法等角度

对跨国的实证文献进行了列举，供读者参考。

(一)数据来源

早期文献多使用调查数据，而近些年来的文献

逐渐开始使用行政数据，最常用的是税收数据与人

口普查数据相结合，这在近些年基于美国和北欧地

区的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中较为常见；发展中国家

的代际流动性研究一般只使用调查数据或人口普查

数据。

(二)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多以收入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也有

少量文献使用财富作为主要指标，以避免收入的暂

时性波动对估计的影响。另一支文献关注以受教育

水平和职业选择为衡量指标的代际流动性，因为这

些指标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相对稳定。

(三)变量界定

首先，文献中对于收入的定义具有较大差别，包

括对于劳动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来源收入

的区分等。其次，对零收入个体的处理也会影响代

际收入相关性的估计结果，这也影响到代际流动性

衡量指标的选择(例如RRS和 IGE对此的处理方法不

同)。最后，计算两代人收入时，以子代家庭收入衡

量，还是仅仅选用孩子自身收入衡量，也会对结果造

成影响。

(四)偏误处理方法

文献中常用以下方法处理 IGE的估计偏误：(1)
直接使用子代和父辈的年龄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

量；(2)将样本中的子代个体年龄限制在一定区间内；

(3)使用在生命周期中较为稳定的个体特征作为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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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4)使用Heckman两步法，

首先估计零收入个体的选择问题，再基于此预测全

样本的收入。

(五)估计结果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的代际流动

性的估计结果体现出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国家之间

在代际流动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共政策的差异相关。第二，

即使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理区域间(省份、通勤区、

县等)的代际流动性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城乡差异、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等。第三，一国内部不同

群体间呈现很强的异质性，其中文献关注最多的是

代际流动性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对这种

差异的影响。第四，从时间趋势来看，除了少数几个

国家的税收数据可以覆盖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外，其

余国家的数据不足以探讨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

目前少量文献对美国和若干北欧国家代际流动性的

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对变动方向的结论在各国间

不一。也有一些文献关注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背后

的影响因素，从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政策

等方面给出可能的解释。

五、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

在本部分，作者主要对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代

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近年来，中

国的代际不平等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随

着家户调查等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有许多文章对

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对代

际流动性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本文在

这部分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现

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趋势

本节从代际流动性的总体水平、时间趋势、地区

和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的角度，对现有研究中关于中

国代际流动性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进行简述。

第一，多数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总

体水平比较高，代际流动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2010-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Fan et al.(2021)估计得到中国1970-1980年出生的人

和 1981-1988 年出生的人与其父辈的 IGE 分别为

0.390和0.442；Gong et al.(2012)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教

育与就业情况调查 2004年的数据，以及中国城镇居

民家庭收支调查 1987-200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样

本中父亲和儿子之间收入的代际弹性为 0.63；Deng
et al.(2013)基于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得到

父子配对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在 1995年和 2002
年分别为 0.47和 0.53，高于文献中对部分高收入国

家的 IGE估计值。此外，也有不少其他研究基于我

国的家户调查数据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水平进行估

计，均得到较高的 IGE 估计值 (何石军和黄桂田，

2013；Chyi et al.，2014；陈琳，2015，Qin et al.，2016；刘
怡等，2017)。

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代际阶层固化的趋

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例如，Fan et al.(2021)发现相

比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与其

父辈的收入相关性显著提高；Xie et al.(2022)则对我

国1949年以来职业和教育的代际流动性的长期趋势

进行了刻画，并与美国相应的出生队列进行了对照，

发现工业化促进了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提高，但如果

不考虑工业化的因素，则职业和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代际流动性总体上逐渐下

降的趋势，在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较多实证证据的支

持(Deng et al.，2013；周兴和张鹏，2013；李力行和周

广肃，2014；杨汝岱和刘伟，2019)；但也有研究发现

我国代际流动性在一些时段内呈现上升的趋势，比

如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的数据发现在 2000-2009年间，我国代际收

入弹性大体上呈下降趋势。

第三，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地

区和城乡差异。从代际流动性的水平来看，相比于

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水平更低，代际阶

层固化的现象可能更严重(Chyi et al.，2014；徐晓红，

2015)；从随时间的变化来看，根据Fan et al.(2021)的
估计，沿海地区的代际流动性下降比内陆地区更快，

城市地区的代际流动性下降比农村地区更快。此

外，基于对 IGE的分省份估计，Fan et al.(2021)首次验

证了我国内部存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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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在截面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地区(比如表

现为更高的基尼系数)，倾向于具有更低的代际收入

流动性(Corak，2013)。
第四，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面临的代际收入流

动性低于男性。已有不少文献证实了这一点(Qin et
al.，2016；Fan et al.，2021；Xie et al.，2022)。Fan et al.
(2021)同时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出生

队列，男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比于女性有更快的

下降。Xie et al.(2022)强调了我国女性的代际教育流

动性持续偏低的现状，且这种情况对于农村的女性

尤为明显。这样的性别差异可能与我国普遍存在的

男孩偏好有关。此外，杨新铭和邓曲恒(2016)对于父

亲和母亲收入与子代收入的相关性分别进行了考

察，并讨论了父亲和母亲产生影响的不同机制。

(二)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

除了对于代际流动性水平和趋势本身的考察，

现有研究还对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背后的传导机

制，以及代际流动性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差异背后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下本文对此进行简述。

首先，教育被认为是塑造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若干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

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的代际传递对于塑造收入的

代际流动性的重要作用 (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
2015；Qin et al.，2016；杨新铭和邓曲恒，2016，2017；
杨沫和王岩，2020)；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发现教育

对于解释子代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性方面的重

要性大于其他渠道，包括入党、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

和创业。同时，公共教育资源的增加对于代际流动

性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理论框架中也给

出了相应的预测。罗楚亮和刘晓霞(2018)发现教育

扩张总体上提高了教育的流动性，其中，父母受教育

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子女从基础教育扩张中获益更

大，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则从高等

教育扩张中获益更多；陈斌开等(2021)也利用我国

《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带来的外生冲击，发现义务教

育对代际教育流动性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贡献。

其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

在塑造代际流动性的时空差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

色。比如，Yu et al.(2022)发现中国加入WTO显著扩

大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代际不平等程度，因为在社会

经济条件更好的农村家庭中的子女更容易抓住对外

开放带来的经济机会，通过向外迁移获得更高的收

入，而那些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子女则

更难抓住这种机会；人口迁移在提升代际收入流动

性中的作用也在文献中得到了实证支持(孙三百等，

2012；杨沫和王岩，2020)。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对于代际流动性也产生了

重要影响(郑筱婷等，2020)。同时，我国尚处于快速

的经济转轨阶段，市场机制在逐步建立，市场化程度

的提高可能对于代际流动性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阳义南，2018；杨汝岱和刘伟，2019)；李力行和周广

肃(2015)指出借贷约束的存在会减弱代际流动性，这

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通过缓解借贷

约束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除此之外，文献中还研

究了诸如政治身份、体制内工作等因素对代际流动

性的影响，这也体现了我国作为转型中国家的特征

(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
同时，文献中还关注了影响我国代际流动性的

其他机制，包括家庭和社会网络的作用。从家庭的

角度，Yu et al.(2021)发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后，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独生子女政

策对于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生育决策影响不同，

后者受到该政策的限制小，生育率下降幅度小，所以

二者间扩大的生育率差距强化了人均的人力资本投

资的不平等；刘怡等(2017)证实了在我国婚姻匹配是

形成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机制，且这种机制对于女

性具有更强的作用，并由此得出了通过调整个人所

得税征收方式降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含

义。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曹晖等(2021)发现由地区农

业禀赋不同导致的社会网络强度的地区差异是影响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三)小结与展望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

的现状和成因，现有文献在一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这些共识可以作为后续研究展开的基础。这些共识

包括：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水平依然较高，代际流

··118



2024.3 理论经济学
ECONOMIC THEORY

动性亟待提高；这种较低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过去

几十年间并未出现明显下降；从影响机制上看，教育

的普及对于改善代际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和尚未得

到准确完整解答的问题，包括：第一，如前所述，不同

研究估计得到的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有所不

同，较多研究发现代际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但也有

少数研究发现代际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是

由于关于国内代际流动性的现有研究多基于家户调

查数据，且在处理一些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估计偏

误时存在数据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因此可能在选取

样本的代表性、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处理方

面难以做到十分完备，加之部分调查数据关于收入

的度量数据质量偏低，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也会影

响估计的准确性。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在进行

实证分析时，对代际流动性估计可能出现的常见偏

误尽可能加以控制和解决，从数据、样本、估计方法

等多个角度对文章结论的稳健性做出支持；另一方

面，积极开拓行政数据方面的研究资源，借助行政数

据的一些优势，得出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

评估的结论，并与现有的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进行

对照分析。

第二，关于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经济

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我国代际流动性

带来的影响，现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争议，且缺乏较扎

实的因果证据。现有的研究多为基于对代际流动性

大小的估计，通过对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地区差

异等方面的描述，得到关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在

塑造代际流动性中的角色的结论。以市场化改革为

例，Fan et al.(2021)通过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的对

比，说明受市场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可能代际流动性

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Xie et al.(2022)、阳义南(2018)
则指出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在提升代际流动性方面的

作用。从理论上讲，两个方向的影响都有理论上的合

理性；在实证上，为了得出更扎实的结论，可能需要我

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借助更大的样本，挖掘更丰富的

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

各种政策带来的准实验进行清晰的因果识别，从而

得出更可信、更具有现实政策含义的研究结论。

六、最新研究方向

这部分结合近十年的国际前沿文献，对代际流

动性文献的若干最新研究方向进行梳理。受篇幅所

限，这里只进行简单概括，本文附录Ⅳ对各方向下的

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

(一)代际流动性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关联

大数据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不同数据之间的可

连接性，将有关个体收入的行政大数据与其他方面

的社会经济数据相连接，包括专利数据、高校学生的

数据，以及社交媒体的数据等，可以展开一系列富有

创新性的实证研究，为我们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理

解创新与发明、高等教育以及社会资本等问题提供

崭新的视角(Bell et al.，2019；Chetty et al.，2020；Chet⁃
ty et al.，2022a，2022b)。

(二)多代人间的代际流动性

近年来，文献将对父代与子代之间代际流动性

的分析扩展到涉及多代人的流动性的分析。例如，

Lindahl et al.(2015)、Braun and Stuhler(2018)、Long
and Ferrie(2018)、Colagrossi et al.(2020) 和 Modalsli
(2021)使用多代人数据，均发现即使控制了父辈特

征，祖辈以及更久远的祖辈特征依然会对子代特征

产生影响。也有研究使用整个扩展家庭的数据，关

注除了直系亲属以外的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

旁系家庭成员的特征的可能影响 (Adermon et al.，
2021)。此外，一些文献使用姓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

的标志，利用历史数据将个体根据姓氏进行亲缘匹

配，同样证实了很强的多代持久性的存在(Clark et
al.，2015；Clark and Cummins，2015；Barone and Mocet⁃
ti，2016；Hao，2021)。

(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与偏好

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决定代际流动性的

重要因素，其中“禀赋”本身的内涵也非常丰富。禀

赋不仅包括种族、能力、健康状况等特征的基因遗

传，也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家庭

文化(比如目标、观念等)；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仅限

于以金钱形式进行，父母的时间投入和言传身教都

会积累子代的人力资本。例如，Adermon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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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家庭成员的影响可以通过非货币投资途径发

挥作用，比如与儿童度过的优质时间，以及通过家庭

传统和行为规范、言传身教等。近年来，也有一些文

献关注偏好和观念的代际相关性及其背后的形成机

制，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被认为是关键作用机制之

一(Doepke and Zilibotti，2019；Falk et al.，2021)。
(四)区分环境和基因的相对作用

早期文献使用同一家庭中兄弟姐妹在社会经济

方面的结果的相关性，来代表家庭以及社会背景(观
测到的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于决定个体成年表现

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地，自 Sacerdote(2007)以
来，很多文献使用领养儿童数据来区分基因因素和

环境因素在决定代际相关性中的相对重要性。在文

献中被普遍接受的是，二者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

对于不同的结果变量，基因遗传和后天家庭环境的

相对作用大小存在异质性，比如，Adermon et al.
(2021)发现教育成就的代际相关性主要是由父母的

基因遗传决定的；Fagereng et al.(2021)发现对于(金
融)资产积累而言，基因的作用更大，是环境影响的2
倍左右；对于金融风险偏好而言，家庭环境因素作用

很大，而基因作用不大。

(五)成长环境的因果效应

社区层面的阶层分割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代际流

动性的重要因素，未成年时期所在社区的环境如何

影响个体实现阶层上升的概率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实

证研究。Chetty et al.(2018)构建了细化到美国普查

区层面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指标，以便细化考察社区

环境对子代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Chetty and
Hendren(2018a，2018b)和Chetty et al.(2016)分别利用

美国家庭跨区域搬家的准实验和美国MTO项目数

据，证实了童年时的成长环境对于儿童成年表现的

影响，在实证上区别了因果效应和类聚效应；而且，

社区的因果效应在划分很细的地理单元中发挥作

用：条件于自己所在的人口普查区中的贫困率，仅仅

1英里以外的普查区的特征对于儿童预期表现几乎

没有任何解释力(Chetty et al.，2018)。
七、结论和政策讨论

代际流动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个体微

观层面，它代表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可获得

的经济机会的平等程度，以及实现阶级跃迁、提高

家庭社会地位的可行性。进一步地，代际流动性的

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行为，

尤其是影响了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通过个人努

力改变命运的动力；在宏观层面，代际流动性则是反

映一个经济体的平等程度和整体经济活力的一个重

要方面。

本文对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框架和国外实证

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也对近年来日益增加

的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在国际

上，行政数据的应用大大推进了关于代际流动性的

实证研究，因此在我国，利用可得性日益提高的行政

数据进行代际流动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挖掘空

间和很好的研究前景。此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

四十余年来，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

迹，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快速变迁与我国的不

平等，特别是代际的不平等程度的时空变化产生了

怎样的相互作用，这背后的学理值得未来的研究进

行深入的挖掘。比如，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计划经济

时期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

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的市场化和融入经济全球化，

对于我国的代际流动性分别具有怎样的塑造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与

代际不平等的关系所反映出的规律与发达国家有何

不同，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和转型

中的不平等问题有何借鉴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问题。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福利效应不断下降、分配

效应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阶级固化等社会问题

在各国日益凸显。我国也不例外，“内卷”“躺平”等

网络热词的出现，就反映了在社会流动性减弱的大

环境下，年轻一代对于竞争压力和未来前景不确定

性的焦虑。存量博弈时代，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

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高度

重视“分好蛋糕”，促进机会均等，充分调动不同群体

的积极性，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本文对于代际流动性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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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反过来，这些政策实践也为研

究者更好地理解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形成机制和未来

走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以下本文从几个方面

简要讨论我国若干方面的政策与提高社会流动性之

间的关系。第一，乡村振兴政策：政府要积极运用转

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帮助农村地区家户克服信贷约

束，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善农村地区的卫生和

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

促进城乡机会均等。第二，人口流动政策：要积极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人口流动的隐性壁垒，为流动

人口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会，通过流动人口居住地

的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和普惠化，促进经济机会的均

等化。第三，生育政策：在积极鼓励生育的同时，要

完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配套政策，比如加大公共教

育资源投入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缓解数量-质
量权衡取舍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更大抚养和教育压

力的问题，避免因增加生育而造成弱势群体家庭的

孩子面临更不公平的发展机会。第四，中小学教育

政策：要加大在父母家庭教育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通过改善弱势群体家庭的教育投入和教养方式，促

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第五，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缓解劳动力市场上的技

能错配，畅通技术人员的学习和上升渠道，提高个人

技能和努力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弱化社会网络

和人脉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均等化。

注释：

①不同收入阶层个体的发展机会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个

体有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级跃迁的激励，所以收入不平等可

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收入不平

等会限制低收入个体获取教育资源、工作机会和融资机会，从

而不利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关于机会均等的话题，已经

有一支较为成熟和丰富的文献。Roemer and Trannoy(2016)对
于经济机会均等的政治哲学含义、理论模型刻画、实证度量指

标和有关特征事实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受篇幅所限，

将集中讨论机会均等这一大的框架中有关代际流动的话题，

不再专门展开关于机会均等的其他方面文献的讨论。

②由于个体收入中包含随机的运气成分，所以在实证分

析中，子代收入的度量包含随机扰动项，与取决于人力资本水

平的个体终生收入之间存在偏差，这会导致代际收入的相关

性被低估(Solon，1989，1992)。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关于估计偏

误的讨论。

③这里的人力资本 h1不局限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还包

括人力资本的其他维度，比如健康、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等。细化和拓展对人力资本不同维度的考察，也是人力资本

代际传递的文献的发展方向之一。

④Becker and Tomes(1986)指出，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即
Y的方差)与同一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紧密相关。如果同一家庭

的代际收入表现出偏离均值的趋势([(1-γ)θp]≥1)，则家庭间收

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扩大；相反，代际收入表现出向均值回归

的趋势([(1-γ)θp]＜1)，则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缩小

直至相对稳定的状态，即Var(Yt)=Var(Yt-1)。
⑤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对扩充的几个方面进行简单概

括。本文附录 I对这几个方面都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篇幅所

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
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⑥行政大数据作为大数据的一类。通常是指政府部门为

了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税收、

海关管理等——而系统性地收集的数据(Elias，2014)。在代际

流动性的研究中使用较多的税收数据和社保数据就属于行政

大数据中的一种。Card et al.(2010)阐述了美国的行政数据的

可得性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⑦比如，就美国而言，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和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NLSY)为代际流

动性研究中最常用的两个调查数据库。但是，由于调查的重

点、抽样方法、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差异，即使选用相似的样本，

使用二者的T估计值依然存在系统性差异：当研究出生年份

较早的个体时，NLSY估计值一般低于PSID；而研究出生年份

较晚的个体时，情况相反(Corak，2006)。
⑧平台网址：https://opportunityinsights.org/，访问时间：

2023年10月15日。

⑨1040 forms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W-2 forms是
美国的雇主发给雇员的年度工资总计表。

⑩这一因果效应识别的另一个常见方法是随机控制实

验，比如美国的Moving to Opportunity(MTO)实验。但如果仅靠

家户调查数据，则准以有足够的差异性(variation)来实现这里

的因果识别。

如果将零收入个体排除，则会使 IGE估计产生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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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如果人为赋予零收入个体一个比较小的值(比如 1美

元)，则赋值大小会对 IGE估计值产生显著影响。

RRS与 IGE高度相关，但是当两代人收入不平等水平

发生显著变化时，二者差距较大(Mazumder，2015)。具体而言，

若两代人的收入分布均值不变，但子代之内的不平等水平相

比于父代上升，就估计值而言，IGE会增加，而RRS保持不变；

若收入分布整体平移时，IGE和RRS都不变。

Haider and Solon(2006)发现在回归中加入年龄的多次

项仅能调整年龄对于收入的平均影响，但是无法控制个体异

质性与收入平均增长速率的偏离，因此并不能完全消除生命

周期偏误。

同时，根据Mazumder(2005)的估计，如果收入中的暂时

波动的持续性强，即使 5年的平均收入(文献中计算平均收入

常用的时间跨度)也不是很好的代理变量，仍然会使得永久性

收入的代际相关性被低估30%左右。

曹晖和罗楚亮(2021)从研究年份、地区、数据来源和代

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等方面，用表格的形式对关于我国代

际收入弹性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为读者了解关于我国

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现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英里约合1.6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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